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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闭幕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必须
以超常规的力度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目前，全国国家级贫困县还有500多个。“新
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来，不少省份制定贫困县摘帽
的具体“时间表”。曾经能够带来巨大资金政策扶持、长
期被地方政府看重的贫困县“帽子”，今后5年怎么摘？
摘帽之后的扶贫工作将如何开展？

多地提出在2020年前摘帽，考核指
标为统计部门调查

根据中央部署安排，全国所有贫困县需要在2020
年全部摘帽。记者采访了解到，贫困县首次出现是在
1986年。当年，我国在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中，根据
1985年的全县人均纯收入标准，全国划定331个县纳
入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此后，贫困县范围进行过3次调整，全国重点贫困
县数量也扩大至592个。在2011年，我国还实施集中连
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确定680个连片特困地区
县。此外，各省也陆续根据实际情况，将省内一些未能纳
入国家贫困县的地区，确定为省级贫困县。

5年后全部摘帽目标能否如期完成？目前，不少省
份已制定贫困县摘帽的具体“时间表”。

贫困县较为集中的贵州省提出，到2015年要完成
30个贫困县摘帽，剩余的20个贫困县需要在2018年全
部摘帽。

湖北省明确，全省37个贫困县，以2014年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达到全省平均水平70％以
上的县，需在2017年摘帽；达到65％以上、不足70％的
县在2018年摘帽；其他贫困县在2019年全部摘帽。

河南省对贫困县实施分类分期脱贫管理，省直管县
中的4个贫困县2016年至2017年实现总体脱贫，基础
较好的23个贫困县2017年至2018年实现总体脱贫，
其他26个贫困县2019年实现总体脱贫。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期间，中西部22个省区市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各地还
通过层层签订“军令状”、调整干部考核等方式，确保扶
贫“脱帽”压力层层传导。不少地区调整对贫困县主要领
导干部的考核指标体系，取消GDP考核，考核指标主要
聚焦减贫数量和提高贫困户生活水平。

一位基层贫困县扶贫部门负责人坦言，县里脱贫摘
帽，不仅只是单方面宣布已脱贫就行，更有包括贫困发
生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一系列指标的确认，而且数据
都是统计部门抽样调查的。“由于贫困人口多，脱贫摘帽

压力非常大，扶贫干部经常嗓子嘶哑、晚上失眠”。
国务院扶贫办曾对外透露，目前正在研究制定贫困

县退出机制标准，将按照县申请、市审核、国务院扶贫办
备案、第三方机构核查的流程陆续开始为贫困县摘帽。

形成“早脱帽子早有好处，不脱帽子还
有约束”导向

虽然贫困县全部摘帽的“时间表”与“路线图”正在
陆续确定，但要在5年时间内让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绝非易事。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贫困县摘帽在主客观方
面还面临三大挑战：

——贫困基数大。安徽省临泉县是一个人口大县，
也是贫困重点县。全县23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目前仍
有22万人，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万贫困
人口什么概念，相当于不少地方一个县的人口总量。”临
泉县扶贫办主任魏吉杰说，贫困县帽子不是不想摘，实
在是难度大。“如此庞大的贫困基数，加上基础落后，要
提高贫困户收入水平，要比其他贫困县付出多倍努力才
能确保不掉队”。

——返贫概率高。贫困发生率是扶贫摘帽的重要考
核指标。由于自然灾害，因病因残等情况，脱贫之后再返
贫现象并不鲜见。一些地区自然灾害较为常见，一场暴
雨就导致房屋、庄稼、道路大面积损毁，形成“苦心帮扶
几十年，一夜回到扶贫前”等返贫情况。记者在中部地区
一个行政村采访了解到，全村因病致贫或返贫户有63
户，占到贫困户总数的30％。

——主观不愿“摘”。在全国扶贫开发政策中，贫困
县往往能在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安排、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获得倾斜和优先，因此戴上贫困县帽子就意味着
好处多，出现扶贫几十年都不愿脱贫，贫困县入围全国
百强县等争相“戴穷帽”怪相。

一位国家级贫困县县委书记表示，全县财政收入在
3亿元左右，而开支超过10个亿，超过80％都要靠转移
支付，“摘帽之后，没有贫困县的由头，还能否争取到相
应资金保证正常运转人员工资都不好说”。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说，
贫困县到2020年全部摘帽，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各地
贫困县自然禀赋、基础条件等情况差异较大，光靠行政
手段和下派任务肯定不行。除需继续加大扶贫开发投入
之外，还要通过劳动就业、社会低保等多渠道协同。

针对“脱贫不愿摘帽”现象，不少地区出台“摘帽不
摘政策”，形成“早脱帽子早有好处，不脱帽子还有约束”
的导向。广西明确，2018年之前实现脱贫县或扶贫工作
有进步的县给予资金项目奖励，并对在扶贫工作中表现
优秀的相关负责人优先提拔任用，给贫困县摘帽吃下

“定心丸”。

摘帽并非扶贫终点，同步展开精准扶贫
贫困县摘帽并非扶贫终点。虽然目前国家级贫困县

退出标准尚未明确，但一些省份明确全县贫困率低于
5％即可摘帽。因此，即便贫困县全部摘帽，也不意味着
人口均已脱贫，“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依旧任务艰巨。

贫困县摘帽后，扶贫怎么扶？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
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过去通过资金、项目倾斜的粗
放式扶贫，虽然整体效果明显，同时也存在“撒胡椒面”、
低质低效、套取挪用资金等问题。

一些业内专家表示，与贫困县摘帽同步展开的精
准扶贫，能够以户为单位，实现贫困户的精准识别、
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同时实施最严格的考核督察问
责，建立扶贫资金违规使用责任追究制度。“这标志
着扶贫开发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为全
面脱贫打好基础”。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全国扶贫系统去
年完成了规模浩大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成为推
进精准扶贫的根基。记者在基层采访看到，贫困户建
档立卡后，其家庭基本情况、致贫原因、帮扶责任
人、帮扶计划、帮扶措施等方面信息一并录入全国扶
贫信息网络系统，实施动态管理。

安徽省潜山县塔畈乡杏花村是典型的山区贫困
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目前，全村
145户贫困户中，当地先期确定了68户有发展意愿和
发展能力的贫困户，并制定精准扶贫计划。

作为对口扶贫单位，潜山县财政局局长汪为民
说，精准扶贫是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帮
扶，家里种过茶叶的，帮他发展茶叶；家里养羊的，
帮助他扩大规模；想学门技术打工的，联系培训。

“如此一户一策，效果十分明显”。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贫困地区和

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产
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
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齐心协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

专家表示，全国70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其中完
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2000多万人口，需要通过社
保保障兜底脱贫；其他的贫困人口，需要分清致贫原因，
通过产业扶持、异地
搬迁等精准扶贫综
合 施 策 ，确 保 到
2020年全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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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在乡政府食堂，一共有十四五
个人围坐在一起，桌子上摆着烤狍子腿、
猂鼻子、熊掌、炖乌鸡、飞龙汤，除了干豆
腐炒蒜苗和绿豆芽外，都是我从来没见
过、也从来没吃过的美味佳肴，一位女服
务员从食堂里屋拿着一个大搪瓷缸子走
了出来，乡政府的那秘书和一位女同志
抬一箱子白酒，那时的白酒包装是用木
头箱子，每箱24瓶。只见那秘书把酒瓶子
打开，往大搪瓷缸子里倒酒，最少倒了3
瓶，然后直接端到额左旗副主任面前。当
时我猜想，这位副主任咋这么能喝酒？这
时，额左旗副主任站了起来，用食指沾了
一点酒向上弹了一下，然后又向旁边弹
了一下，又往地下弹了一下。我们一边看
着，一边小声议论，我说这是蒙古族的习
俗。后来那秘书告诉我，额左旗副主任是
布里亚特蒙古族。额左旗副主任双手端

着酒缸子，说了一些感谢部队的话，还说
“明天我们一起到敖鲁古雅去看一看，乡
政府以后要搬过去”。说着，他端起酒缸
子喝了一口，然后把酒缸子交给坐在右
侧的乡长。乡长是鄂温克族，说话声音不
大，也说了一些感谢话，我记得很清楚的
一句话就是“就连这酒，也是你们部队给
我们的呢”，然后双手端起酒缸子喝了一
口。就这样，依次往下轮，轮到我了，我也
学着他们的样子，双手端起酒缸子，说了
一声，谢谢，也喝了一口，由于激动，一下

子就灌了一口，呛得直咳漱，脸也发红，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说：“这缸子也太大
了，这口酒喝多了。”乡长看着我说：“喝
的好，喝的好，喝酒，就得大口喝。”然后
也笑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又见了两次乡
长，每次都说“今天还得大口喝”。乡长话
语不多，人很实在，看上去很不好接触，
其实则不然。人就是这样，有的人满面笑
容，心里却很冷，有的人外表很冷，却是
热心肠。

晚上我们住在乡政府，一共有两个

房间，每个房间4个人，是用于接待上级
领导和外来客人的，我准备和大客车司
机一起去我们团转运站住，那秘书说：

“小宋，你住在这里，还有地方。”乡长也
说：“就住在这里，别去转运站了。”那秘
书带我到了办公室，指着里边的床说：

“你就住在这里。”“你住哪里？”他说：“我
到前边找地方。”我说：“不用了，我自己
带着行李呢，在桌子上住一宿就行了。”
那秘书说：“那好吧，就委屈你了。”我说：

“我们在部队也是住的木板铺。”我躺在
桌子上和那秘书聊着，他问我：“老家是
哪的？”“白城的。”“那咱们是老乡，我家
是科右中旗的。”我们的确不远，不到200
公里，那秘书是在呼伦贝尔师范学校毕
业以后分配到额尔古纳左旗的，然后又
分配到敖鲁古雅教小学，后来调到乡里
当秘书，家安在了根河。 （五）


